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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夏文化和夏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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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砦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是豫东地区造律台文化向豫中地区迁移与当地王湾三期文化融

合而形成的。在二里头文化为夏代中晚期文化共识的前提下，新砦文化和造律台文化也应为夏族群文化，三

种文化属同一谱系。王湾三期文化不是新砦文化的前身，其主要来源于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很可能是东

夷伯益族群的文化。而发生在夏代前夕的大洪水，是造律台文化向豫中地区迁移的主要原因。新砦文化与王

湾三期文化从联合走向对抗，是由禹益联合治水转向启益争位的反映。到了新砦文化晚期气候趋于稳定，新

砦文化向洛阳盆地迁移形成二里头文化当与太康迁居斟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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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夏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二里

头文化整体上为夏文化的认识已达成共识，对夏

商分界的认识也渐趋明朗。但关于夏文化的首，

还存在较大分歧，主要有二里头一期说、新砦期

或新砦文化说、王湾三期文化晚期说和后岗二期

文化说等4种不同认识。笔者支持早期夏文化要

在新砦文化中寻找的观点，并发表了数篇文章进

行论证。为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推动夏

文化研究，本文拟对早期夏文化和夏初历史进行

系统的梳理与思考。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早期夏文化的主要学术观点

关于王湾三期文化晚期为早期夏文化说，这

一观点是在年代学的基础上运用“接竹竿的方

法”提出来的。即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不足300年，

与夏代 471 年有不小的差距，所以加上约 100 年

的新砦文化之后还不够，就继续向前接，接到了

王湾三期文化晚期①，认为王湾三期文化晚期为

早期夏文化，新砦期为后羿代夏的中期夏文化，

二里头文化为少康中兴之后的晚期夏文化［1］179-303。

新砦期为早期夏文化说，以张国硕先生为代

表。他在理性分析夏代积年应不足 400 年的基

础上，针对二里头文化和新砦期文化的性质，提

出二里头文化应包括新砦期和二里头一期至四

期，新砦期是最早的二里头文化的观点［2］。

关于二里头一期为早期夏文化说，以邹衡、

陈旭、李维明等先生为代表，他们是依据文化

性质提出来的。其实，这一观点，与新砦文化为

早期夏文化说比较接近。邹先生在《试论夏文

化》最后说：“至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否为夏文

化，倒是可以讨论的。不过，这里牵涉一个过渡

问题。根据目前的材料，我们认为，河南龙山文

化晚期尽管是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最主要的

来源，但两者仍然是两个文化，还不能算是一回

事。至少可以说，从前者到后者发生了质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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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质变也许反映了当时氏族、部落或部族之中的

巨大分化，或者反映了它们之间的剧烈斗争。”［3］182

虽然二里头文化中的很多因素来源于王湾三期

文化，但他们不属于同一种文化。这一认识，实

际上认为二里头一期为早期夏文化。邹先生在

2005 年 10 月河南偃师召开的中国二里头遗址与

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二里

头文化的首和尾》，更加详细地论证了二里头文

化与王湾三期文化的关系，再次比较了两种文化

的各类因素，最后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并未

直接过渡为二里头文化早期，它们仍然属于不同

性质的文化。就是说，尽管两者的年代已接近，

后者又直接继承了前者的部分文化因素，但仍然

是两种文化。或者说，由前者到后者，在文化性

质上已经产生了质变。因此，两者的文化面貌已

大不相同，两者之间是有严格区别的。前者只能

说是河南龙山文化之尾，后者是二里头文化的第

一期已是二里头文化之首，这是不能随便混淆

的。”但在谈及新砦期时，他认为在豫西，河南龙

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新的文

化。若把它归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中的一个组，

问题倒是简单一些②。接着，李维明先生在此基

础上，把新砦期的后段作为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的

早段来对待［4］，陈旭先生也有相似的看法［5］。从

此意义上来看，二里头一期为早期夏文化说与

新砦文化为早期夏文化说的认识是比较接

近的。

后岗二期文化为早期夏文化说，是从新砦文

化中存在的折壁器盖、子母口瓮等具有东方风格

的陶器，结合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夏、商错居

于河济之间”的说法而提出的，把造律台文化和

豫北地区的后岗二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后岗二

期文化系统，认为后岗二期文化为早期夏文化③。

其实，二里头文化一期为夏文化说的观点，

是把新砦期的晚段作为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来

看待的。对早期夏文化的争议集中在于其开始

于龙山文化晚期还是新砦文化时期的问题。

二、对新砦文化为中期夏文化的疑问

若从对新砦文化的性质来看，上述各家观

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其是早期夏文化还是中期

夏文化。笔者对新砦文化为“羿浞代夏”时期的

中期夏文化产生了很多疑问。

（一）对新砦遗存中东方因素的疑问

2013 年至 2018 年，笔者参与了新砦遗址的

发掘，对新砦遗存中存在的东方风格因素有着

比较深刻的认识。传统上认为新砦遗存中有少

量东方风格的陶器，并认为很可能是“羿浞代

夏”造成的④。这种认识将考古材料与相关历史

事件相对应，本无可厚非。但在整理陶片的过

程中笔者发现，东方风格的陶器并非少量，至少

超过了 50%。通过对《新密新砦》报告中所有陶

器进行统计，与王湾三期文化、造律台文化、后岗

二期文化和南方的后石家河文化进行全面对比

分析，可以发现新砦文化陶器约有近 80%的因

素来源于豫东的造律台文化，只有约 18%的因

素来源于本地的王湾三期文化［6］。这样，新砦文

化中的东方因素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受东方的

影响了，而是很可能伴随着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二）“后羿代夏”发生的地点与新砦文化的

分布范围不符

后羿代夏发生的时间是太康时期，太康的

都城是斟寻，但斟寻的地望多认为是在洛阳盆

地，而新砦期或新砦文化的分布范围主要在嵩

山东南麓地区，没有到洛阳盆地，所以这一观点

得不到文献上的支持。

（三）新砦文化为中期夏文化与二里头文化

的年代和性质存在矛盾

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根据《竹

书纪年》中“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亦居之”

的说法，大体是太康至夏桀时期的夏文化。太

康是夏代第二个或第三个王，所以早期夏文化

可以在二里头文化的基础适当向前追溯，但不

宜太长。新砦文化持续的年代大约 100 年左右，

早期夏文化在此基础上不能再向前推了。

（四）新砦文化的性质与后羿代夏存在矛盾

持新砦文化为中期夏文化观点的学者认

为，新砦文化是由王湾三期文化发展而来的，只

是受到了豫东地区造律台文化的影响，其造律

台文化因素是由“羿浞代夏”造成的。据笔者分

析，从王湾三期文化到新砦文化，文化面貌发生

了较大的变化，新砦文化中来自造律台文化的

因素近八成，而当地王湾三期文化因素不足两

早期夏文化和夏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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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而据相关文献来看，后羿代夏是“因夏民以

代夏政”⑤，夏文化的主体人群没有发生改变，未

必会根本改变其文化面貌，这与新砦文化相对

于王湾三期文化发生的巨变产生了矛盾。

总之，新砦文化为中期夏文化的观点，疑点

太多，需要重新思考。

三、文化谱系与族属分析

为了推动夏文化研究，基于以上尤其是王

湾三期文化晚期为早期夏文化说所存在的问

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思考。基本的

思路与方法是：从梳理和分析考古材料出发，结

合文献中关于禹、启时期的相关历史事件进行

历史地理学的分析。

（一）弄清新砦类遗存的性质

新砦类陶器与王湾三期文化晚期不同，以夹

砂陶为主，次为泥质陶，陶胎较厚，火候较低；陶

色，以灰陶为主，黑陶次之，褐陶再次；纹饰印痕

不清、杂乱无章，以方格纹最多，篮纹次之，绳纹

第三；器形有子母口小底大口瓮、附加堆纹深腹

罐、附加堆纹鸡冠耳深腹罐、麻花状器耳鼎、桥

形耳平底盆、腹饰凸弦纹的平底盆、饰附加堆纹

的尊形瓮、直壁桶形器、器座、乳足鼎、桥形耳深

腹盆、折肩罐、甑、杵形杯、侧装三角形足子母口

罐形鼎、“Y”字形足子母口罐形鼎、镂孔足子母

口罐形鼎、子母口瓦足瓮、鸡冠耳深腹盆、带钮弧

壁器盖、双腹豆、簋形豆、无耳深腹罐、折壁器盖、

侧装三角形扁足鼎、桥形耳鼓腹罐、鸡冠耳甑、桥

形钮覆盆形器盖、桥形耳小口直领罐、无耳小口

直领罐、双腹盆、平底盆、刻槽盆、直壁圈足盘、高

柄豆、矮柄豆、碗、钵、觚、单耳杯、鸟嘴形盉。罐、

鼎等器物的口沿以圆唇和尖圆唇为主。

新砦类遗存的分布，“大体而言，新砦期遗

址主要集中分布在环嵩山地区东半部，即现今的

郑州、巩义、新密、荥阳、新郑一带。西边到不了

登封、禹县，北不过黄河，东到郑州左近。由此可

见，新砦期的分布范围不大，主要分布在原王湾

三期文化的东北部，与造律台类型的西界和后岗

二期类型的南部前沿地带相比邻”［1］279-303。也就

是说，此类遗存在洛阳盆地几乎没有，在王湾三

期文化分布的其他地区也基本不见，但可见受

其影响的一些因素。

从年代来看，新砦类遗存（包括新砦遗址第

三期所谓的二里头文化一期）相对年代早于二

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绝对年代的

时长不足 100 年。

从考古学文化是指分布在一定地域、具有

共同特征并持续一定年代的定义来看，新砦类

遗存应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它与二里头一期文

化分布范围不同，并不是介于王湾三期文化与

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过渡期。

（二）弄清新砦类遗存的来源和去向

文化谱系是探讨人群变迁的一个重要方

法，主要原理在于考古学文化其实是一个群体

共同生活习惯的物质载体，习惯的养成需要一

定的时间，一旦形成就会持续一段时间，呈现渐

变性的特点。一个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性质发生

了突变，往往就意味着人群发生了变化。

关于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学界

多把其作为年代稍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同谱系文

化。不过，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意见，如张忠培

在谈到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关系时

说：“我认为无论是新砦二期，还是花地嘴那类

遗存，都难以认为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二里

头文化的前身，还有待考古学家寻找。”［7］对此，

笔者通过对两种文化进行器形统计和陶色、陶

质、纹饰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二里头文化约 78%
的器形来源于新砦文化，从新砦文化到二里头

文化，其陶色、陶质、纹饰等方面的变化也具有

渐变性的特点，认为新砦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

前身是没有问题的［6］。

关于新砦文化的源头，主要有王湾三期文

化说［8］540和后岗二期文化说③两种认识。根据文

化因素的种类来分析，新砦文化中既有本地王

湾三期文化的因素，又有豫东造律台文化的因

素。对于此种现象，王湾三期文化说者认为，在

龙山时代这里本是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的地

盘，只是后来接纳了来自造律台类型的部分因

素之后才形成了“新砦期”［8］540。这种用“地盘”

的观念来理解文化的发展是不全面的，事实上

古代人群的迁徙、殖民所引起的文化取代现象

也时有发生，在考虑从王湾三期文化到新砦文

化的转变时，这一点不容忽视。由于受“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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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束缚，在对新砦文化进行文化因素来源

分析时，他们把明显与造律台文化相同的因素

进行了统计，认为是受造律台文化的影响所致，

对于不易分辨来源的造律台文化和王湾三期文

化的共有因素，如把数量庞大的深腹罐全部认

为是来源于当地的王湾三期文化。这种统计方

法显然不够合理。

对此，通过对新砦文化、造律台文化和王湾

三期文化的深腹罐进行细致地观察，发现造律

台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的深腹罐虽然形状大体

接近，但仍有一些区别。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

造律台文化深腹罐的口沿绝大多数都有一圈凹

槽，应该是用于固定器盖的；而王湾三期文化深

腹罐的口沿上均没有凹槽。新砦文化深腹罐中

既有口沿带槽的，也有口沿不带槽的，其中口沿

带槽的比例约占总数的 38%。笔者认为口沿带

凹槽的深腹应该主要来源于造律台文化。另

外，对于其他无法确定来源的三种文化共有因

素，不能进行统计。如果这样统计的话，新砦文

化中来源于造律台文化的因素要明显高于王湾

三期文化因素，其有近 80%的因素来源于造律

台文化［6］。

总之，经过统计和分析，可以认为二里头文

化早期、新砦文化和造律台文化虽然分布地域

不同，但确实为同一文化谱系，应是同一人群及

其后裔在不同的时期迁移而形成的。既然二里

头文化为夏族群文化，那么新砦文化和造律台

文化也应为夏族群文化。豫东地区也有一些夏

族活动的文献依据，如三国时期的宋衷认为禹

都阳城在大梁之南，在古代山东西南部一带也

有“崇国”，禹母有莘氏也生活在这一地区，禹妻

涂山氏生活在此地区南边的安徽中西部一带⑥。

因此，从文化谱系和文献两方面来看，造律台文

化应为鲧、禹时期及其以前的夏族属文化。

至于把新砦文化的源头追溯至后岗二期文

化的认识，其实是在承认新砦文化的多数因素

都来源于豫东地区造律台文化的基础之上，把

造律台文化归入到后岗二期文化之内而得出

的。对此，笔者认为，安阳地区的后岗二期文化

与濮阳地区的龙山晚期文化和鲁豫皖相邻地区

的造律台文化虽然有较多的相似因素，但仍有较

大的差别。从文化面貌上看，濮阳地区的龙山晚

期文化与造律台文化更为接近，而与安阳地区的

后岗二期文化差别更大。至于濮阳地区的龙山

晚期文化与造律台文化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因

材料有限，现在讨论还为时尚早。从目前的材料

看，以豫东为中心的造律台文化与豫中地区相互

毗邻，与新砦文化也最为接近，濮阳地区的人群

要向新砦文化分布的嵩山东南麓一带迁移恐怕

也不能绕过造律台文化分布的开封地区。

（三）新砦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的关系问题

新砦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已基本得到

学界的认可，但其与王湾三期文化是什么关系，

也是认识夏文化形成的关键环节。对此，学术界

目前主要有五种观点：第一，把它作为王湾三期

文化的末期遗存⑦；第二，认为它是从王湾三期文

化到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性遗存⑧；第三，认为其早

段属王湾三期文化最晚阶段的遗存，晚段属二里

头文化一期偏早阶段的遗存［9］；第四，把它作为

二里头文化最早的遗存来看待⑨；第五，认为它是

中原地区继王湾三期文化之后与花地嘴遗存和

二里头文化一期同时出现的三类遗存之一［10］。

基于大致相同的材料，却能得出如此多不

同的结论，其原因是值得思考的。经过认真学

习上述研究之后，可以发现这些结论虽然都是

运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得出的，但均缺乏比

较细致的分期。我们知道，在运用文化因素分

析的方法时候，“必须从发展的角度在分期的基

础上进行”［11］295，才能得到更为科学的认识。新

砦文化本身延续时间较短，又与王湾三期文化

具有很多近似的文化因素，所以如果不在细致

分期的基础上对两种文化的关系进行分析，是

很难得出正确认识的。

因此，为了彻底解决二里头文化、新砦文化

和王湾三期文化之间的关系，笔者把公布材料

相对丰富的遗址进行了全面梳理，在进行细致

分期的基础之上，写成了《论新砦文化与王湾三

期文化的关系》［12］。文章从新砦遗址入手，先对

新砦遗址的王湾三期文化进行分期，然后与王

城岗遗址进行对比，发现其年代不晚于王城岗

龙山文化的第四期。接着，又运用新砦遗址新

砦文化中包括的王湾三期文化因素与王城岗遗

址进行对比，发现其早段相当于王城岗第四期，

晚段相当于王城岗第五期。最后，又把新砦文

早期夏文化和夏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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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周边的新砦文化遗址和王湾三期遗存进行

分期和对比分析，得出了新砦文化与王湾三期

文化关系的清晰认识：第一，新砦文化主要分布

在王湾三期文化分布范围的东北角，与王湾三

期文化遗址交错分布；第二，新砦文化分布范围

比较小，遗址不多，但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

期，各遗址新砦文化出现的时间不一，而且处在

王湾三期文化的半包围之中，与洛阳盆地、汝颍

河上游一带的王湾三期文化并存，并对部分王

湾三期文化遗址产生影响；第三，新砦文化在双

洎河流域出现之后，先向北扩展，经郑州、荥阳

沿伊洛河谷折而向西南经巩义花地嘴遗址进入

洛阳盆地，晚期时又向南绕过禹州瓦店遗址，占

领了平顶山蒲城店遗址，然后又沿汝河河谷向

西北经临汝煤山遗址进入到伊河河谷的伊川白

元遗址，随后又沿伊河北上过龙门进入洛阳盆

地西部的洛阳东干沟遗址。

以上结论也得到了最新材料的支持，《洛阳

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存——1997—2007 年区

域系统调查报告》，对洛阳盆地中东部地区进行

了系统地考古调查，调查的 456 处遗址中没有一

处属典型的新砦文化遗址⑩。而在嵩山东南麓

一带，则新砦文化遗址众多，除新密的新砦和黄

寨、郑州的马庄和牛砦、巩义花地嘴外，在溱洧

流域就发现有 14 处［13］138-176，另外新郑境内还有

大司、唐户、金钟寨、高辛庄等遗址。证实了新

砦文化是主要分布于嵩山东南麓一带的地方性

文化，与其他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并存，是

与王湾三期文化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

（四）王湾三期文化的族属问题

从以上对考古材料的分析可知，新砦文化

是造律台文化西进对嵩山东南麓一带的王湾三

期文化的取代，而不是直接从王湾三期文化发

展而来的。也就是说，是以夏族取代了王湾三

期文化所代表的族群，形成了新砦文化。

既然新砦文化的主要源头不是王湾三期文

化，那么王湾三期文化就不应该是夏族群的文

化。那么，解决王湾三期文化是谁的文化就成

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之前的研究均认为

王湾三期文化是早期或先期夏文化，别无他说。

通过从分析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入手，把王

湾三期文化与比其年代稍早的仰韶系文化、豫东

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以及豫南地区的石家河文化

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王湾三期文化约 50%的

因素来源于大汶口文化，约 30%的因素来源于仰

韶系文化，从而得出王湾三期文化应是东夷文化

和华夏文化融合而成的一支文化［14］。因此，从文

化谱系的角度来看，王湾三期文化、尉迟寺类型大

汶口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应为同一谱系文化。

王湾三期文化虽然不是夏文化，但与夏族

群的新砦文化和造律台文化关系也非常密切，

其又跟东夷人有关。在华夏集团中有两个著名

的东夷人，即皋陶和伯益，他们地位都很重要，

曾被禹选为接班人。认真检索相关文献，可以发

现在王湾三期文化的分布范围内有很多关于皋

陶和伯益及其后人在此生活的史影，王湾三期文

化很可能是伯益和皋陶族群的文化［15］，而淮河流

域的大汶口文化则应是其近祖文化［16］。

四、文化现象与早期夏史的拟合

如果把新砦文化理解为早期夏文化，造律

台文化理解为先夏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理解为

伯益族群文化，那么很多相关的历史问题就迎

刃而解了。

（一）新砦文化时期的大洪水

通过对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梳理发现，二里

头文化一期主要分布在洛阳盆地，但其前身的

新砦文化则主要分布在嵩山以东的郑州地区，

其主要来源又可追溯到豫东地区的造律台文

化，其背后应该是龙山时代末期之时，豫东地区

的造律台文化居民向西迁移至郑州地区与部分

当地居民一起融合形成了新砦文化，新砦文化

居民继续向西，北从洛汭、南经龙门，进入洛阳

盆地，在洛阳盆地的中央形成二里头文化。但

这一现象的背后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豫东

地区的居民不断向西迁移的呢？

仔细分析《新密新砦——1999~2000 年田野

考古发掘报告》和新出版的《二里头：1999~
2006》，可以发现两部报告均有环境考古学者研

究的内容。新砦遗址的环境考古学研究显示，

新砦期早段时就有洪水迹象，到晚段发生了大

洪水的事件，至第三期时归于正常。这一结论

不仅有沉积和冲积学的证据，也有大植物、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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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动物方面的证据，应该是可靠的。《二里头：

1999~2006》报告中的环境考古部分显示，在二

里头文化形成前的洛阳盆地中央曾经发生过大

洪水事件，即在公元前 2000 年至公元前 1800 年

间，在洛阳盆地的中央，伊洛河水大涨，漫过了

河边的第二级台地，并且形成较长时期的积水

和较厚的沉积层。通过对比两地洪水发生的时

间，可以发现洛阳盆地洪水发生的时间是公元

前 2000 年至公元前 1800 年间，新砦遗址的洪水

是年代稍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新砦文化时

期，两地洪水发生的时间是一致的，应属同一次

洪水［17］。基本的解释是，在新砦文化的早期和

中期时，由于降水的增加，伊洛河及其支河的水

量大增，由于洛阳盆地的出水口较小，在沿伊洛

河的盆地中央形成了较长时间的积水，其地的

居民移出；在嵩山东南麓地区，由于处于两山之

间的宽谷地区，洪水的表现形式以下切为主，但

这里的居民仍能够在此生活；而豫东地区海拔较

低，地势低洼，上游地区的洪水汇聚于此地，受灾

最为严重，其居民被迫向西地势较高的豫中一

带迁移。在新砦文化晚期，即新砦遗址第三期时，

洪水退去，在洛阳盆地的中央又形成广袤的良田，

新砦文化趁机兵分两路：北从洛汭，南经北汝河和

龙门进入洛阳盆地，在其中央形成二里头文化。

环境考古学者的研究显示，新砦文化时期

的大洪水发生的范围很大，在伊河流域、洛河流

域、涑水河流域、沁河流域、双洎河流域，包括河

南的新密新砦、辉县孟庄、焦作徐堡、博爱西金

城、偃师二里头、洛阳矬李和王湾、三门峡三里桥

以及山西的绛县周家庄等遗址都有发现［18］1257。

此次洪水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跟文献记载

中发生在禹时的大洪水比较接近。

（二）王城岗与阳城

《竹书纪年》等文献都有“禹居阳城”的说

法。关于阳城，战国时期有很多，主要有颍川阳

城、大梁阳城、南阳阳城、商水阳城等，但流传有

禹传说的主要有颍川阳城和大梁阳城。王城

岗遗址属于颍水流域，发现有龙山时代和战国

时期的城墙，尤其是发现带有“阳城”字样的陶

器，确为阳城无疑。

遗憾的是二里头文化与王城岗龙山文化不

属于同一个文化谱系。如果二里头文化为夏文

化，那么王城岗龙山文化就不应是夏文化。如

果王城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就不

是。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是两种或多种考古学文

化之间的继承关系的问题，相当于人类的“遗

传”关系。其基本的原理是“子”考古学文化会

继承其“父”考古学文化的各种生活习惯和习

俗，“父”和“子”只要有共同的生活存续时间，

“子”就会从“父”那里学习和继承各种习惯、习

俗与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他们中间是

渐变的关系，而不是突变。如果两种年代相继的

文化之间存在突变现象，那就不是同一人群的自

然延续，很可能是发生了人群的变换或更替。

嵩山东南麓地区除分布有王湾三期文化

外，还有新砦文化，两种文化交错杂居，因此，应

至少有两个族群在此生活。笔者认为王湾三期

文化与东夷人伯益有关，新砦文化与华夏族的

禹和启有关，所以禹带领的夏族群和伯益带领

的东夷族群均生活在这一带。由于记忆模糊以

及禹的名气大于伯益，后人把颍川阳城跟禹联

系起来也属正常。但若从文化谱系和属性来判

断，此阳城应与伯益带领的东夷族群有关。

伯益是秦的祖先，出自东夷少昊氏，曾因助

禹治水和伐三苗有功而被立为继承人。笔者认

为，禹最初生活在豫东造律台文化的分布区，伯

益则主要生活在豫中王湾三期文化的分布区。

禹时，豫东地区受到了长时期的洪水灾害，不得

不向其盟友伯益的居地，即地势较高的豫中嵩山

东南麓一带迁移发展。从新砦文化的形成及演

变来看，也恰巧能够较为合理地解释这一历史事

件。新砦文化早期（新砦遗址二期早段）时，发生

了大洪水，豫东地区地势低洼，受灾较为严重，造

律台文化人群在禹的带领下，向地势较高的豫中

地区迁徙，与伯益族群和平共处，这就是新砦古城

不仅“防御洪水的意义远远高于军事防御功能，

而且和平环境下氏族部落间不同文化相互吸收

与借用的性质颇为突出”［19］的主要原因。新砦文

化中期（新砦遗址二期晚段）时，随着洪水的越来

越大，造律台文化继续西迁，不但新砦遗址进一步

扩大，而且郑州地区的新砦文化聚落也越来越多。

新砦文化晚期（新砦遗址第三期）时，气候趋

于稳定，洪水消退。新砦文化进一步扩张，与王

湾三期文化的关系，逐渐从和平共处走向了争夺

早期夏文化和夏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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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抗，在汝河流域的平顶山蒲城店、临汝煤山

等遗址出现单纯的新砦文化因素。尤其是在新

郑人和寨遗址、郑州东赵遗址和平顶山蒲城店遗

址发现有新砦文化晚期的城址，体现了夏族群和

伯益族群之间冲突的加剧。此时，王城岗遗址的

龙山文化突然衰落，进入所谓的二里头一期（并

非典型的二里头一期文化），应仍是本地王湾三

期文化的延续。这一现象，在文献上也有反映。

禹死后，因伯益功劳很大而禅位于他，但其子启

的势力也很强大，联合诸侯攻益，益被迫避启于

箕山之阴，最后为启所杀。王城岗城址正位于

箕山之阴，所以很可能是伯益避启的阳城。

至于《水经注》中把此阳城认为是禹所居的

阳城，也不难理解，因为这一带不仅伯益在此生

活，禹也在此生活，禹的名气要远大于伯益，后

人因对禹的传颂较多而忽略了伯益，事实上也

有文献说“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也”。

（三）太康迁居斟寻

启杀伯益称王，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

于甘，巩固了自己的王位，从此开启了家天下的

局面。启死后，又传位于太康。《竹书纪年》中说

太康居斟寻。关于斟寻的地望，多数认为是在

洛阳盆地。《穆天子传》中说启居黄台之丘，多数

认为是在今新密一带。这说明，启至太康时夏

进行了一次迁都，大概是从嵩山东南迁到了洛

阳盆地。无独有偶，如笔者所研究的那样，新砦

文化晚期时，气候趋于稳定，洛阳盆地的洪水消

退，在盆地中央形成肥沃的冲积平原，此时，新

砦文化兵分两路，北由洛汭，南经北汝河和龙门

进入洛阳盆地，在其中央形成二里头文化。这

一现象恰与夏都从黄台迁至斟寻相符合。

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早期夏文化应该

在新砦文化中寻找。新砦文化的早期和中期

（新砦遗存第二期）应为禹后期的文化，新砦文

化晚期（新砦遗址第三期）应跟启有关。新砦文

化向洛阳盆地移动，形成二里头文化，应跟太康

迁居斟寻有关。王湾三期文化为伯益族群的文

化，造律台文化西进，最初与王湾三期文化融

合，后又反目取代王湾三期文化，恰与文献中，

禹、益联合治水，启、益交恶争位的历史不谋而

合。从目前来看，这一解释是早期夏文化和夏

初历史与考古学文化之间关系最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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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文化的来源及相关问题》，收入《青果集》，知识出版

社 1993 年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

程阶段性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0 年

版；张国硕：《夏纪年与夏文化遗存刍议》，《中国文物

报》2001 年 6 月 20 日第 7 版；赵春青：《新砦期的确认及

其意义》，《中原文物》2002 年第 1 期；赵芝荃：《夏代前

期文化综论》，《考古学报》2003 年第 4 期；李伯谦：《新

砦遗址发掘与夏文化三个发展阶段》，收入《文明探源

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 2011 年版。持第二类意

见的主要有：杜金鹏：《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夏

文化再探讨随笔》，《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

心通讯》2001 年第 2 期；庞小霞：《试论新砦文化》，郑州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年；许宏：《新砦文化研究历程

述评》，收入《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密县新

砦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 年第 9 期；邹衡：《综述夏

商四都之年代和性质》，《殷都学刊》1988 年第 1 期；李维

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与夏文化初始》，《中原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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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第 1 期；邹衡：《二里头文化的首和尾》，《中国历

史文物》2006 年第 2 期；陈旭：《二里头一期文化是早期

夏文化》，《中国历史文物》2009 年第 1 期；常怀颖：《二

里头文化一期研究初步》，收入《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

化研究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⑩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中澳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洛阳

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存——1997-2007 年区域系统调

查报告》，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关于颍川阳城，《孟

子·万章上》载：“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东汉末年经学家

赵歧注云：“阳城、箕山之阴，皆嵩山下深谷中。”《史记·
夏本纪》：“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集解引东汉末

年学者刘熙说：“今颍川阳城是也。”《国语·周语上》韦

昭注曰：“夏居阳城，崇高所近。”《世本》宋衷注“禹居

阳城，在大梁之南。”臣瓒（薛瓒）也主此说，见于《汉书

地理志（上）》颍川郡阳翟臣瓒注引。《孟子·万章上》

云：“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竹书纪年》云：“益干

启位，启杀之。”《水经注》卷二十二颍水条下云：“颍

水又东，五渡水注之，……其水东南迳阳城西。……颍

水迳其县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

此也。亦周公以土圭测日景处。……县南对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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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夏文化和夏初历史

Early Xia Culture and History of Early Xia Dynasty

Wei Jiyin

Abstract: Xinzhai culture, the predecessor of Erlitou culture, was form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Zaolvtai culture
relocated from eastern Henan to central Henan and local Wangwan phase III culture. Based on the consensus that
Erlitou culture is the middle and late Xia culture, Xinzhai and Zaolvtai should also be cultures of Xia ethnic group.
These three cultures belong to the same pedigree. The Wangwan phase III culture is not the predecessor of Xinzhai; It
originated from Dawenkou culture in the reaches of Huai River and was probably the culture of Boyi ethnic group in
Dongyi. The great flood occurred on the eve of Xia Dynasty is the main reason why Zaolvtai culture moved to central
Henan. The process from unity to confrontation between Xinzhai and Wangwan phase III is a reflection of the shift
from Yu-Yi’s joint flood control to Qi-Yi’s struggle for power. In the late period of Xinzhai culture, the climate
became stable. The migration of Xinzhai culture to Luoyang basin and the formation of Erlitou culture from it were
related to the relocation of Taikang to Zhenxun.

Key words: Xinzhai culture; early Xia culture; great flood; Qi-Yi’s struggle for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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